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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 疫情 评论

《经济学人》早前编制“全球正常化指数”，根据每一个国家地区的“交通”、“经济活动／工作”以及“休闲／

4%的不同：疫情中“正常指数”最高的香港，过去两年失去了什么？

“正常”，不过是说一个社会愿意牺牲多少来换取以往的“正常生活”。

评论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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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活动”作加权评分，量度世界各地是否已回到Covid疫情前的正常状态。结果一出，香港成为全世界最

“正常”的城市，在100分满分中得到96分，代表我们的“生活”有96%与疫情前相若。换句话说，我们这两

年只脱离“正常”4%？

的而且确，香港防疫表现比起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好，好得让我们不太需要经历疫情的重量。在这个深陷于

自救与不能自救的城市，大部分人由2020年1月起已经在跟疫情战斗。港人经历过SARS，对抢购清洁用

品、自动自觉戴口罩的生活经验都不陌生；港人也减少出门，“无咩事就早啲番屋企”、“出街好危险”、“唔

好随便除罩”，这些对白仿佛耳熟能详。于是，在全世界都宵禁封城、有些国家疫情严重到大部分家庭都有

人患上Covid肺炎的这两年，香港靠自家经验与纪律一直维持低确诊数。我们不见得与世界有太多共鸣。

但防疫有成，就生活如常？却好像不是。生活还是充满林林总总的防疫味道，街上的人仍然戴口罩，听见

有人咳嗽，会有途人不自觉踏个横步，保持1.5米安全距离；遥距工作变得普遍，网购成风，冻肉店开到成

行成市，电影院的小食部只剩下3D眼镜； 我们也很少聚集，以往铜锣湾行人专用区有各种街站，有的募

捐，有的做政治倡议，有的收集市民签名，现在都不复见，至于游行，更成历史；最近为了“谷针”与“通

关”，政府再度收紧防疫政策，除了撤销外国入境人员豁免强制隔离检疫措施外，还推出健康码，“安心出

行”亦变成强制使用，——我们用新的生活，交换与大陆有限度通关的希望。

纵使有不少改变是大众为维持公共卫生主动而为，另一些却是政府以公共卫生之名加以推广。这一点一滴

的变化，都是一两年前的香港很难想像的。



2021年1月23日，香港政府宣布以疫情原因，围封九龙佐敦的部分指定区域，禁止居民外出，是香港首次以封区作为检疫的措施。
摄：林振东/端传媒

传染病的公共性 


个体的健康是不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在传统经济学看，个人健康需要自己经营，举例说，你习惯买医疗

保险来保障你生病时能获得适当治疗；不少人尽量少油少盐，避免吃快餐，尝试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减少

生病机会；再加上健康因人而异，有些病是遗传的，有些病普遍只出现在老人家身上，有些病则以性别或

地域而分，于是健康传统上被当成个人而非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但现今社会慢慢觉得“健康”是社会资产，

甚至有不少国家用税收经营全民医疗保险，于是“健康”开始变得“公共”，福利主义让人相信你的健康并非

自己的事。

但香港是一个极度相信资本主义的地方，由制度到文化都讨厌社会福利，不少人认为申请综援是懒人，轮

候公立医院的是穷人，退休没有积蓄是失败，狮子山精神包括靠自己但不靠福利；而政府为了保持低税政

策，也懒得投资公共资源，公立医院轮值时间极长，人手长期不足， 政府官员甚至乐见资源流入私家医院

体系，进而开拓医疗旅游，把医疗当生意办。这环境底下，香港人偏向觉得自己的健康是自己的事，而非

社会利益的一部分。

过去两年的Covid疫症将大家的健康注入公共性——你的健康突然不只是你的事了，而是大家的事，这就

是传染病的社会性。传染病讲求建立群体免疫，于是每个人虽然在关心自己健康的同时又不得不关心其他

人的健康。在成本效益的角度看，愈多人幸免于传染病也代表自身感染疫症的风险减少。于是简单而言，

在传染病肆虐的时候，就算在最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会讲求公共卫生，社会的个体也愿意改变自身行为成就

社会的整体健康。

港府防疫五宗罪 
 但为了达到同样目的的港府防疫政策，却持续令市民反感。为什么？ 


首先，我们谈政府在医疗政策上的角色。如上述所言，香港政府本身是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推手，公共医疗

体系的众多问题与政府多年施政方向有关，这些问题早在疫症爆发前就已多次引起公众关注，政府却无意

改善，甚至多次削减医疗开支和床位。过去数年，香港公营医院的病床入住率一直高居95%，在冬季流感

期更长期达至120%，然而过去20年中却未有规划新医院（除了北大屿山外，这里的医院是满足基本刚

需）， 反映港府多年来都不愿承担医疗责任。

政府在2016年宣布拨出2000亿增设床位，却拒绝预留经常性拨款培养及增聘人手，说穿了，就是“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靠前线医护挨义气掩盖问题。市民看在眼内，对政府解决医疗问题能力失去信心可说无可

厚非。而在2020年疫情初期，香港医疗系统岌岌可危，医护市民纷纷要求封关来防止医疗系统崩塌，政府

却再一次背民意而走。或许那是最后一根稻草，令香港政府失去制定防疫政策的主导地位，市民往后也没

有太向应政府的防疫政策。

2022年1月1日，沙田一间戏院，市民要先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序扫描二维码，方可入内看电影。摄：林振东/端传媒

第二，我们需要谈防疫政策的正当性。在公共卫生伦理中，推广防疫政策必然会用到公权力，而运用这权

力的理据普遍建立于“伤害原则”上：权力机构在人民出现伤害他人的风险时，将拥有限制其自由的正当

性。举例说，当一个人在医学上证实患上传染病，而且他不可能通过自律减低疾病传染性，同时这种传染

病又会对他人健康造成莫大风险时，适当的隔离将减低传染病的威力，而且方便医生为感染者提供治疗，

权力机构便合理拥有限制这人自由的公权力。相反， 假如这种疾病靠自律可控制传染性（如艾滋病），或

是这传染病对他人的伤害不大（如感冒），或是医学上未证实一个人受感染（如亲密接触者、从疫区入境

者），权力机构以伤害原则限制其自由的理据就变得薄弱了。

在过去两年，香港市民常常质问防疫政策的医学原则，为什么隔离？隔离什么人？为什么有些人豁免了？

为什么6点后不可以堂食？为什么一些大型活动得以举办？又为什么有些公众活动因为防疫理由而被排除？

当政府以防疫之名作公众决定却未能以防疫的科学排解公众疑虑时，其正当性定受质疑。



当政府以防疫之名作公众决定却未能以防疫的科学排解公众疑虑时，其正当性定受质疑。

上述的防疫原则让人联想到政府有意选择其限制的对象，特别是公共卫生政策应以降低社会传播风险为最

大目标，而并非针对具有某种特征的市民或公众活动。那么，禁止公众游行集结而容许马拉松是减少了什

么风险？这种针对活动性质而非介入风险行为的做法，似乎也让防疫政策失去正当性，因为若公众集结被

视为风险行为，那么所有公众活动都要禁止，但若然马拉松可以接受以检测及接种疫苗为方法来减低风

险，那么其他社会活动都应该以同样原则放松，更何况马拉松可以除口罩，而且难以控制社交距离。

同样地，港府还祭出食客若未有填写正确个人资料（或使用假的安心出行），会令食店受牵连而停业，这

种罚则亦令人费解。第一：食店未有能力确认食客手提电话应用程序的真假，也没有实际公权力检查食客

私隐，罚则是否适当？第二，有没有对食店伤害较小又能取得较大防疫效果的措施？如果想要排除食客感

染风险，那么全面清洁应比停业更为适合，始终医学上未有人证实受感染，那么权力机构限制营业自由的

理据就偏向薄弱。最后，香港大部分感染个案来自入境旅客，并在来港隔离期间证实感染，本地案例基本

上长期“清零”，但防疫政策却严苛针对本地食店及食客，头痛医脚，当然会引起市民反感。

第三，我们看防疫政策引致的权力扩散。在疫情出现时，人们需要公共秩序的建立来保护公众健康，于是

权力机构原则上便拥有理由来立法防疫。于是香港有了第599章《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当中包括599G

及599E等条例)，执法机关也得到权力拘禁违反防疫条例的人并把他们带到法庭，同时法庭里有了新的法

则来处理公共卫生事件。

在过去的香港，任何权力的扩散都受到三权分立的约束，甚至有第四权监察，市民常容易对新法例建立信

心。然而，现时的香港实在权力失衡，市民不禁会想，到底有谁可以监察599章的权力？执法机构及司法

机构又是否功能健全，拥有足够质素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再是，行政司法因疫情得到权力，但他们在疫情

过后又愿意放弃权力吗？虽然599章设有日落时间，但疫情轻微之时，反见599章运作愈来愈严格，明显

没有因应疫情状况有所调整，而权力亦无调整下放。港人难免要将防疫与滥权拉上关系，即使最终疫情终

结，也无助挽回市民失去的信心。

不过，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市民似乎容忍了权力的扩张，接受被防疫条例“规范”。在权力集中化的城市，这

种普遍的容忍将会放大政府的权力，并加剧权力机构为自己充权的速度，就算疫情过后仍不放弃，导致各

种防疫条例带来的人身限制及监控或成为“新社会常态”。



2021年11月1日，市民进入食环署辖下的公众街市前，要先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序扫描二维码，方可入内。摄：林振东/端传媒

第四，现下的防疫政策真的将香港变成更宜居并且安全的地方了吗？起初面对未知疫情，社会会因恐惧而

赞同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期望政府用权力保护市民，甚至提倡惩罚为社会带来风险的市民。因此2020

年初，港人纷纷对拒绝戴口罩者口诛笔伐，亦要求全港封关，或将怀疑感染个案集中处理。

事实上，防疫的目的在于促进公众利益而非惩罚社会任何一个个体。 举例说，现代的公共卫生讨论多提倡

家居隔离，以减少对公营医疗资源的负担，同时减少限制个人自由，避免中央隔离的去人性化环境。当然

家居隔离亦会突显弱势家庭空间不足，也会让同住者暴露于感染风险中。

然而，在疫情持续差不多两年的今天，防疫网仍要跟最初撒得一样大吗？长期收窄的防疫网将对社会人身

自由及信任造成伤害，防疫手段在追求安全的同时也要考虑其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类似的讨论在入

境隔离措施、旅游自由、防疫法例罚则等方面不厌百谈。政府的防疫决定不断反映其如何取舍社会各种价

值，而以惩罚为主的防疫政策显然并不能令人民在抗疫的持久战中得到快乐。

第五，市民也关注防疫科技带来的个人自由及私隐问题。香港最近就强制市民进出餐厅食肆及其他表列处

所时必须使用“安心出行”，也开放登记健康码准备与内地通关，引起政府透过手提电话应用程序监控市民

的质疑。

虽然，根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调查，在不少以民主及人权见称的社会，都被发现在疫情

期间透过应用程序搜集手机数据研究市民行踪。举例说，台湾就透过“电子围篱”监测隔离民众行踪，英国

政府亦采用苹果(Apple)与谷歌(Google)合作开发的程序打造肺炎接触者的追踪模式，美国也有类似系

统，以大数据分析感染者的接触史。



但是这些追踪患者资料的应用程序在私隐条例相对先进及透明的欧美国家引起莫大争议，公众特别争论追

踪技术应以“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储存用户资料。前者重视资料搜集，所有用家资料上载到中央资料库

进行分析，支持者通常相信这种中央处理手有助专家了解疫情，方便政府决策；后者则强调私隐的重要

性，希望中央资料库可以把相关信息下载到用家手提电话，所有资料分析在用家手机完成，支持者认为在

围堵疫情同时亦应最小化了资料的搜集，减少对个人自由的侵入性伤害。

然而在香港，2020年开始实施的《国安法》已令公民社会失语，任何香港市民就算对防疫科技存有疑问，

也难以挑战政府决定，在防疫科技引起私隐及监控问题的同时，香港的言论自由正在收窄，，在透明度不

足的情况下，市民将难以在公共空间讨论防疫政策，亦难以知道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样的社会失语状态在

疫苗政策中亦有发生，而情况在政府减少公布疫苗副作用的统计数字后尤其严重。信息的垄断亦意味著信

息的消失。

2022年1月1日，沙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外的排队市民。摄：林振东/端传媒

港府防疫思路仍是功利计算 


就著上述几点 我们不难明白市民为何对防疫政策反感 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其实仍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



就著上述几点，我们不难明白市民为何对防疫政策反感：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其实仍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

的影子，其中不少计算都充斥著功利主义，认为愈多人免于疫症威胁就愈接近社会公义，亦不断把市民个

人健康及防疫行为收进防疫网中，公共卫生政策沟通不得人心，也常常让人看到自相矛盾的政策逻辑，这

种充权当然与个人自由及公平产生冲突。尤其是香港的三权分立已变成中央集权，民意不在重要，市民如

何可能放心将社会整个防疫政策的管理权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上呢？

在一个失去了各项政治权利，失去了信息透明，失去了立场平衡的公共场域，政府充其量是在公领域的各

个关口进行封锁，限制人的聚集、限制人的自由，而至于防疫中的人是否幸福快乐，不是这些防疫政策会

考虑的因素——人们的反感及反弹也已经清楚彰显这一点了。

回过头看《经济学人》的“全球正常化指数”，其实分数高低和防疫成绩无关，防疫好的地区不见得排名

高，他们说的“正常”，不过是说一个社会愿意牺牲多少来换取以往的“正常生活”。如此说来，我们还要说

服自己香港一切如常吗？


